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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二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开始。日本高度重视“UNESCO外交”,在
迄今为止的64年时间里,与教科文组织保持了紧密互动。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与重要成员,作为

“负责任大国”,中国正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进程,中国也越来越重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对比日本,中国其实拥有更多的优势,教科文组织也将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的多边外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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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外交”是对一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及以教科文组织为平台开展的外交活动的统称。
继2011年南苏丹和巴勒斯坦获准加入,教科文组织已经拥有195个会员国和9个准成员,是联合国系统在

国际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成员国最多的专门机构。
“UNESCO外交”对各国外交都具有重要意义。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英法早于二战期间就有各自

的筹划。英国率先倡议建立“国际教育组织”并付诸实践,召集同盟国教育部长会议;法国一直热心于主导创

建一个文化组织,宣传自身文化,巴黎成为教科文组织总部所在地及第一届大会举办地;美国起初并不积极,
但考虑到战后国际秩序的管理,以及“确保能对教科文组织的设置做出改变或者实现美国的目标”[1]6,也迅

速参与进来,逐步取得主导权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实质性影响。英、法、美三国都提出了自身的宪章

草案,美国还要求至少任命一位美国公民为副总干事,负责管理、人事、财政[2]259。俄罗斯前身苏联在第三世

界国家大量加入后,曾取代美国主导过教科文组织。
与中国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同教科文组织也有长时间的交往。在教科文组织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主要

经费缴纳国之一,2013年仍以10.834%占据第二;日本人松浦晃一郎曾连续担任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

会主席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利用教科文组织开展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援助上,日本有几十年的经验,
还建立了组织结构相对完善的信托基金系统。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传统相近,发展进程相似,日本的不少经验

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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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的“UNESCO外交”:源起与演进

日本加入教科文组织,比加入联合国要早5年,甚至比与同盟国签订《旧金山和约》还要早两个月,是真

正的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开始。个中原因应该追溯到当时特殊的国情和时代背景:一方面,教科文组织成立

及其倡导的“于人之思想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的全新理念,在正处于战后精神虚脱状态的日本社会引起了

强烈共鸣,并引发民间轰轰烈烈的教科文组织运动;另一方面,民间运动的迅猛发展,让日本政府看到了结束

战后孤立的希望,外务省和文部省等纷纷加入,支持和引导民间教科文组织运动,进而争取到了教科文组织

总部和美国等盟国的同情和认可。1951年7月,日本获准加盟,成为第60个会员国。教科文组织对日本的

接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承认,为日本尽早参与国际行动创造了可能。日本也对教科文

组织格外重视,对推动教科文组织的全球事业格外热心。
加盟后,日本旋即设立机构、建章立制,与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展开了互动。比如,教育

领域,东京成立了联合国大学,举办“国际教育年”纪念庆典及“国际教育年”研讨会,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成
立教科文组织出版中心;科学领域,推动通过海洋学研究议案,成为教科文组织海洋学事业的基础,还主持了

“黑潮共同调查”;文化领域,举办日本文化研究国际圆桌会议,尤其特别关注世界遗产保护,每年为此支付

300万美元的外务省特别预算。日本同时频频发出“亚洲声音”,先后召集了亚洲地区UNESCO国内委员会

代表会议、亚洲教育部长大会和亚洲作家大会等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利用美国、英国和新加坡退出教科文组织的机遇,日本寻求掌握更多主动权,对
教科文组织的预算贡献比例逐步增加,最高时达到25%,即1982年美国退出前的水平。1999年,松浦晃一

郎当选总干事,立即着手改革,对教科文组织的人员构成和运营方式进行调整,采取非集中化措施,大力争取

美国重返。

2009年11月,松浦晃一郎卸任总干事一职。日本继续在教科文组织担任执行局副主席,继续推进与教

科文组织的合作尤其是遗产保护,民间联盟仍然活跃于“世界寺子屋运动”①等。但是,日本的“UNESCO外

交”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的影响都已经有所下降,双方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
应该说,与在其他多边国际组织的情况不同,日本在教科文组织有相对独立的作为,在不同的时间段还

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总体上取得了一些成效。日本的行为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行为选择从根本上决

定于综合国力的变迁;其二,政策制定基于外交战略的全局部署,服务和决定于整体外交;其三,民间力量不

仅是日本参与教科文组织的源起,也在推进双方合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更在危机时刻竭力阻止日本与教科

文组织关系的倒退和破裂。
二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互动历史

2014年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的首次到访,也
是双方合作新的里程碑。

事实上,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关系可追溯到教科文组织诞生之前,有着良好的基础。1942年盟国教育

部长会议被视为教科文组织产生的起点,中国曾作为观察员与会[3]5。1945年,胡适作为国民政府首席代表,
出席在伦敦召开的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并参与制定《组织法》[4]94。次年底,赵元任出席了教科文组织成立

大会并当选为七位副主席之一,陈源出任首席执行局委员[5]120。中国是第一批参加教科文组织的国家,也是

首批签字的14个国家之一,是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1971年10月29日,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仅四天之后,教科文组织宣布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

最早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1979年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全面

参与教科文组织各项活动。
近年来,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关系又有进一步发展。2012年,中国启动了“中国—教科文组织援非信托

基金”,丰富对外援助形式;2013年,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成为该组织

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主席;2014年,中国向教科文组织缴纳的会费已升至5.148%,成为第六大缴纳国②。双方

在三年时间内合作举办了多次国际性大会,包括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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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国际工程技术大会和世界语言大会等。教科文组织还在中国设立了教育、科学和

文化等各领域齐全的研究机构。中国的角色,正从旁观者和观察者向深度参与者转变。正如总干事博科娃

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不认为中国仍是一个跟随者,或许过去曾经是,但显然今非昔比。”[6]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大国,相比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等国际

机构的交往经验有限,能力与水平都有待提升。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时间,曾长期游离于国际组织体系

之外。尽管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及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但是,从1971年

至1978年上半年,双方的合作项目为零[7]。“从1971年10月恢复席位到1978年上半年,我国基本未参加

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和地区专业会议,也未在华举办任何合作活动,只出席了少数重要的政治性会议,当时我

们更多地把教科文组织看成是一个开展政治斗争的场所,把反对两霸作为对教科文组织的首要任务”[8]。20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参与力度才明显加大,80年代末,双方每年合作的项目超过300个[7](如
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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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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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78-199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项目的数量变迁[9]

中国与教科文组织间真正的合作具有起步晚、进展快的特点,中国虽然是创始会员国,但很长时间在隔

绝和观望中消耗;虽然参与的领域和活动已较为全面,但既有经验不够和深度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虽然影

响力与声望在不断提升,但作为一个大国的全面担当和独立作为能力还有待加强。
三 日本经验对中国推进“UNESCO外交”的若干启示

教科文组织与安理会基于传统安全保障规则解决纷争的理念不同,寻求通过发展教育、科学及文化事业

来促进各国合作与和平共处,是特殊的、重要的多边外交平台。当前,中国有必要提升对其的关注度,争取有

所作为。

1.以国家外交战略为先导

中国的“UNESCO外交”应服务于中国外交大战略。日本与教科文组织的关系,一直以来决定于其整体

外交选择。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积极推动自身在教科文组织等联合国机构的全球活动,配合“以
联合国为中心”和“多边自主外交”的整体部署;同时,反复强调在教科文组织中的亚洲角色,积极召集亚洲会

议,联络教科文组织与亚洲国家的互动,援助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强化“亚洲国家一员”的战略立场。进入80
年代,为配合“政治大国”战略,日本顶住西方世界在教科文组织被孤立的不利局面,利用自身财政优势,首先

尝试在教科文组织扮演出“大国角色”。
时下,中国比以往更加注重在多边舞台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众多,代表性强,其

所关注的议题与各国关系密切,因此不仅是一个“大多边”,还是一个“多双边”的平台。要以中国的整体外交

战略为先导,坚持“多边”与“双边”并举,教育、科学和文化并重,继续推进文明的交流互鉴,寻求更为全面的

大国影响。

2.明确定位国家角色

日本曾经创造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国力的增长为其“UNESCO外交”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1960
年,日本对教科文组织的经费贡献超过2%,到1980年翻了2番,为8.56%。日本还为教科文组织海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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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物学、国际水文学和东南亚基础科学研究提供大量信托基金支持,负责筹办各类型研讨会。20世纪

80年代中期,教科文组织陷入严重财政困难,日本对教科文组织的经费支持一路提高,1990年比1980年再

提高近一倍,达16.07%,2000年更是达到25%(如图2所示)。此外,日本高度信息化、技术密集化和能源

节约化的发展模式,也为其在教科文组织推进教育、科技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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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美、日、中三国1990年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规预算贡献的变迁

当前,中国需要对自身在教科文组织的角色有明确定位,包括身份定位、能力定位和需求定位。中国是

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一方面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教科文组织推动建构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的规则和制度,并通过教

科文组织的国际平台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既支持教科文组织的主导角色,也增进与受援国的双边关

系。
能力定位包括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可以而且应该为教科文组织提供更多的

支持,比如提供经费援助、协助筹办国际会议、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行动等,但中国尚不能扮演绝对主导,要
平衡有所作为与量力而行。中国的优势不仅在于经济的发展,还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教育、科学、文化领

域的特色发展经验,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在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广泛支持等,这些都能为中国的教科

文组织外交提供助力。
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各国高度关注。各国在呼吁和期待中国更多国际参与的同时,也存在着对中国所谓

“搭便车”发展的抱怨和对中国强大可能带来威胁的警惕。观望中的世界需要迅速发展的中国对和平崛起作

出更清晰的姿态和承诺。中国推进在教科文组织的外交活动,要更多倾听来自更广泛国际社会的声音,也要

让中国声音在更广泛国际社会得到传递,改善在西方全球话语权垄断下相对弱势的中国话语权现状,提升国

家软实力。同时,坚决捍卫中国国家利益。2013年,中国就在教科文组织阻止了日本以奄美琉球为名将钓

鱼岛申请世界遗产和将神风特工队遗书申请世界记忆名录,并成功将南京大屠杀有关文档列为世界记忆名

录。

3.丰富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渠道

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政府是主要行为主体。同时,民间力量能够扮演重要角色。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

相比,形式可以更加丰富,操作可以更加灵活,影响也将更加全面,是官方外交的有力补充。
日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全球民间UNESCO运动中影响广泛。日本民间UNESCO组织结构完

善。全球最早的UNESCO民间组织是仙台UNESCO合作会和京都UNESCO合作会,其后各地合作会组

建了全国民间UNESCO合作会联盟,并在日本加入教科文组织之后改组为全国民间 UNESCO协会联盟,
至今仍是民间教科文组织活动的主导。日本民间UNESCO运行机制成熟。一方面,它作为民间团体,与文

部科学省下属日本教科文组织国内委员会以及外务省一道,实施官民一体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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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联盟并不属于国内委员会的一部分,财政独立,民间人士负责主持(如图3所示)。当然,在日本教科

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60名委员中,民间团体常年保有12个名额,有民间组织联络或活动经验的人士持有多

数比例④,保有着很大发言权。日本民间UNESCO组织对外交流密切,不时向欧洲、韩国、美国及教科文组

织总部派出活动调查团、会议观察团,还与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共同举办“日本文化祭”,发布《世界和平倡议》
等。1979年10月,世界民间UNESCO协会联盟(WFUCA)成立筹备大会在东京召开,日本人数纳清其后

出任第一任会长。1984年7月,第一届民间UNESCO运动世界大会在日本开幕。

作为NGO
支持、协助

作为NGO
支持、协助

NGO
日本民间UNESCO协会联盟

日本政府
日本UNESCO国内委员会

联合国机构
UNESCO

UNESCO宪章
赞 同

加盟

承认

图3.日本国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机构关系⑤

中国与日本在1984年底就缔结了民间 UNESCO交流计划。但应该承认,中国的民间 UNESCO组织

发展相对滞后,活动十分有限,影响力尚待提升,角色有待强化。教科文组织总部正在尝试同中国民间展开

日益丰富的合作⑥,政府也有必要提供更多的支持,进一步充实政府和民间在教科文组织外交中的双渠道运

作。

4.注重在教科文组织搞好团结

教科文组织在冷战期间曾沦为美国、苏联的外交工具,用于两大阵营的斗争。战后初期,作为绝对主导,
美国要求教科文组织开展一项教育运动,以便世界人民能“获得对联合国朝鲜行动意义的普遍理解、为建立

一个能抵御侵略的联合国系统培育支持”,并迫使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支持在朝鲜的军事行动;麦卡锡运动

期间,美国还以拒绝接受政府忠诚审查为由,要求教科文组织解雇七名美国职员[10]。由于对西方通过教科

文组织向国内传入自由之风的可能保持高度警惕[11]62,苏联一度拒绝与教科文组织合作。对此,日本学者曾

感慨,尽管教科文组织的理念十分美好,但在成立之后的20多年里,它就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

一只翅膀[12]。后来,相反地,利用第三世界加入形成的“自动的绝对多数”,苏联在“新世界信息秩序”和“集
体人权”问题上与西方尖锐对立,使得教科文组织被称为“第三世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的讲坛”,最终导致美、
英退出(会员国数量变迁,参见表1)。中国重返伊始的70年代,将教科文组织视为“反对两霸、侧重揭露苏

修”的政治斗争阵地,也有过相应教训。
表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数量变迁(仅统计正式会员国数量)⑦

年份(年) 1945 1955 1965 1975 1985 1995 2005 2014

成员国数量(个) 20 73 120 136 160 184 191 195

  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退出,使日本在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但日本事实上发挥的作用

与其在组织中的地位并不相称,日本也未能进一步掌握主动权和扩展影响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成员国之间对立严重、分歧巨大,政治斗争多过沟通交流,合作无法实现。教科文组织自身也四分五裂,效率

低下,深陷财政危机,事务性工作难以推进。松浦晃一郎上台后推动的改革,还曾一度引起教科文组织总部

职员罢工和绝食抗议,形象大打折扣。

2011年,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巴勒斯坦加入,引起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美国宣布中止缴纳会

费,教科文组织针锋相对,宣布取消美国的投票权。截止2014年9月,美国已经连续三年以上拖欠会费,总
额高达3.1亿美元。可以说,搞好团结将是未来教科文组织能否继续引领其全球事业和发挥全球影响力的

前提。中国应支持教科文组织的改革和多元化发展,尽可能地协调不同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国家利益的各

方诉求,缓解财政困难,更加有成效地推进事务性工作,坚决避免再次成为霸权国的外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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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快国际组织外交人才的培养

人才培养已是一个紧迫议题。在国际组织任职人员数量和职位是一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当前中

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的任职数量与比例仍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且存在职位偏低、代表性不足、话语权缺

乏的问题。
在教科文组织,西方发达国家不仅职员比例占优,而且长期盘踞主要领导职务。教科文组织首任总干事

赫胥黎来自英国,首任大会主席来自法国。教科文组织迄今为止的10位总干事中,除了来自墨西哥的博德、
来自塞内加尔的姆博和来自保加利亚的博科娃3人之外,其余全部来自发达国家。其中,美国人有2位;法
国人马厄还曾担任总干事长达13年;日本也表现突出,松浦晃一郎担任过两届九年的总干事,萩原徹担任过

一届两年的大会主席,松井明、长敬太郎、菅沼洁、加川隆明和黑田瑞夫5人担任过执行局副主席,宫川涉、太
田正己等10人担任过执行局委员,实施执行国委员制后,日本又10次当选执行局委员国,此外,昭和天皇幼

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曾出任教科文组织保护埃及努比亚遗址国际名誉委员会委员,细川护熙前首相祖父细川

护立侯爵为保护努比亚遗址国际行动委员会委员。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也有2人担任过大会主席,有3人

担任过执行局主席;巴西有2人担任过大会主席,2人担任过执行局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在教科文组织任职的中国人最早是苏纪兰,两次当选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

席。2000年后,章新胜、唐虔和郝平分别获任执行局主席、教育助理总干事和大会主席。但是,中国在主要

职位任职指标上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国,国际组织外交人才不足已成为阻碍我国占据国际言论制高点不可

忽视的因素。有必要从培养、选送、任用等多个环节入手,加快制定规划、完善政策,为更多人才进入国际组

织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条件、提供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注释:
①“寺子屋”最早指日本江户时代寺院所设的私塾,后来指为满足不断提高的庶民教育的要求而出现的实施初等教育的民间

教育机构。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全国约有1.5万个“寺子屋”,大大提高了日本人的就学率和识字率。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消灭文盲运动,命名为“世界寺子屋运动”(WorldTerakoyaMovement)。

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报告《总干事关于截至2014年8月31日会员国会费和付款计划状况的报告》(195EX/20),2014年

9月18日。http://www.unesco.org/new/en/unesco/resources/publications/unesdoc-database/.最后检索时间:2014年12
月1日。

③数字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报告数据汇总。参见http://www.unesco.org/new/en/unesco/resources/publications/

unesdoc-database/.最后检索时间:2014年12月1日。图中经费比例指该国出资经费在当年全部会员国政府出资总额中

的所占份额。

④参见:〔日〕三角哲生:「国内委員会設立準備のころ」,日本ユネスコ協会連盟編:「連盟ニュース」(1951年8月6日),第1-3
頁。

⑤图表引自:日本ユネスコ協会連盟,http://www.unesco.or.jp/unesco/.最后检索时间:2014年12月1日。

⑥新华网: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2014年3月25日。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4_

03/25/35109226_0.shtml.最后检索时间:2014年12月1日。

⑦数字部分引自《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40周年》(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全国委员会,1986年12月版)第199页,其余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报告汇总,参见http://www.unesco.org/new/

en/unesco/resources/publications/unesdoc-database/.最后检索时间:2014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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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EffortsandExperiencefromJapan
inCarryingoutUNESCO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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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oiningUNESCOisthebeginningofJapan’returntotheinternationalsociety.Ja-
pan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andactivelypromoteditsUNESCOdiplomacy.Forthepast64
years,JapanhaskeptacloseandgoodinteractionwithUNESCO.Asoneofthefoundersof
UNESCOandanimportantmember,Chinaisnowseekingtotakeamoreactivepartininterna-
tionalaffairsandorganizationalprocessofinternationalsociety,andplayingitsroleasaresponsi-
blegreatpower.Thus,Japan’experienceofUNESCODiplomacycanbeagoodreferencefor
China.WhilecomparingtoJapan,Chinaownsmoreadvantages,andUNESCOcouldbeanim-
portantmultilateralinternationalstageforChinatoexertherinfluence.

Keywords:UNESCOdiplomacy;multilateraldiplomacy;Japaneseexperience;China’ef-
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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